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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从环境问题感知到环境友好行为

———环境知识、媒体使用与非正式网络沟通的调节作用

龚文娟，杜兆雨

摘　要：既往研究认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态度与 其 行 为 之 间 存 在 复 杂 关 系。为 了 探 析 人 们 的 环

境问题感知对其环境行为的微观影响机制，本文尝试提 出 “环 境 知 识—媒 体 使 用—社 会 交 往”作 为 调 节 变 量

的解释框架。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数据，发现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友

好行为均有正向作用；三个调节变量在不同环境领域有不同的影响逻辑，公 共 领 域 环 境 友 好 行 为 更 多 受 环 境

问题感知与成本的影响，而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主要与自身体 验 和 环 保 行 为 能 力 有 关。因 此，在 政 策 引 导

方面，不同行动领域需要制定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略和措施，以促进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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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不仅由客观物理环境改变及其带来的影响造就，
也受到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反应 “型塑”［１］。一些研究认为，如果个体意识到环境问题可能带

来风险，他们更可能关注环境问题，进而采取负责任的环境行为［２］［３］。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人们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很少体现在他们的环保行为上［４］，环保行为的实施受到诸多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时

间和精力等，环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很有限。事实上，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呈现高度复

杂性，二者间直接相关的关系并不稳定，我们好奇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机制。
国内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探讨了性别、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风险感知、媒介使用等因素对环

境行为的直接作用，但较少关注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中间影响机制。针对这一点，计

划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其关注态度与行为直接关系外的中介变量的作用，提出 “态度／
主观规范／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意向———行为”解释模型，并指出除中介变量外，还有大量其他的

环境变量和心理变量对环境行为产生作用，如人格、社会准则、过往经验、自我效能感等［５］。基于

此，我们假设行动者从环境问题感知到发出环境友好行为之间，还有系列重要条件影响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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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进一步指出，人们的判断不总是理性的，而是依靠其自动激活的态度或信息在头

脑中的组织形式、外部资源与机遇以及内部情绪去决定其行为［６］，即与形成态度和行为难度相关的

信息会调节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提出基于信息获取与环境知识对环境问题调节

作用的微观分析框架，假设从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信息以及环境知识水平会影响人们对环境行为的

成本、难度与社会准则估计，进而影响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关系。公众在新媒体时代既

能通过网络获取各类环境信息和知识，也能通过现实的人际互动交换对环境问题的看法。鉴于此，
本研究中的信息获取既包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也包含从线下人际互动获得的信息，因而形成环境

知识、媒体使用与非正式网络沟通三个维度构建的解释框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感知与环境行为

关于环境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大致有三类发现：知行合一、知行不一、知行无关。
在第一类发现中，研究支持环境意识 （包括个体的环境感知、环境关心程度和环保态度等）对某些

具体的环保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即对环境问题关心程度越高的公众，其环境行为参与程度也相对较

高［７］；环境感知等态度类变量能解释环境行为颇高的变异量，且环境敏感度是环境行为有效的预测

变量［８］；国内学者基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意识到环境问题越严重

的城市居民，实施越多的环境行为［９］。另一部分研究支持 “知行不一”的观点，认为感知等态度变

量对环境行为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积极正向环境态度的增强并不能直接转换成亲环境行为。在中国

国内绿色消费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虽然国人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关注，但并不能有效落实到行为

上，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还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１０］。国际研究也发现，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

上升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环保行动［１１］。Ｒａｊｅｃｋｉ进一步指出，行动者的个人经历差异、社会规范性

因素差异和时间差异将导致环境态度与环保行为之间变动的因果关系［１２］（Ｐ３５４）。甚至少数研究支持了

“知行无关”的说法［１３］。此外，有研究者注意区分了不同领域的环境行为，发现环境问题的感知对

公共行为有积极 影 响，但 在 私 人 行 为 上 的 影 响 不 显 著［１４］。我 们 认 为，中 国 的 环 境 问 题 （如 雾 霾、
水污染）给予了公众切实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感受。这种体验不同于抽象的环境价值观，可能促使

公众产生保护环境的行为及行为倾向。因此，我们假设公众感知到的环境问题越严重，越倾向于采

取环境友好行为。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１Ａ：公众感知到的环境问题越严重，在公共领域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假设１Ｂ：公众感知到的环境问题越严重，在私人领域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二）环境知识、媒体使用与非正式网络沟通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与反应，并不单纯来自自身体验。在信息多元化和知识爆炸时代，人们

接触到的环境知识、信息源和非正式沟通都可能改变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环境知

识被认为是环境态度与环境友好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１５］。环境知识对环境友 好行 为的作 用在 以往

多个理论模式中都有所涉及。在环境素养模式下，环境行为依赖于 “行动动机”与 “行动 筹 备”，
其中，“行动筹备”取决于 “行动策略的知识”及 “应用行动策略的技能”［１６］；在负责任的环境行

为模式中，环境知识、行为策略知识、行为技能等都与环境行为有直接关系［１７］。此外，环境知识

还被证实与环境关心成正比，环境知识是影响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的重要中介变量，环境知识可能是

克服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位置之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１８］。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受危险的程度、
范围和征 兆，在 根 本 上 依 赖 于 外 部 知 识。在 风 险 地 位 上，生 活 的 质 量 与 知 识 的 生 产 相 联

系”［１９］（Ｐ６２－６３）。那些环境保护知识更丰富的城市居民，倾向于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９］。国际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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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环境知识的重要性。Ｈｉｎｅｓ等对１２８篇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环境议题知识

越丰富、对环境问题了解越多以及知道如何处理环境问题、具有积极的环境态度与富有责任感的个

人，较多地从事负责任的环境行为［１７］。但由于环境知识的 宽泛 性，导致不同类型环境知识对亲环

境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如具体的环境问题知识和行为策略比抽象的自然环境知识，跟环境行

为的相关性更强［１５］。综合上述观点，本研究认为环境知识对环境问 题 感 知 与环境友 好行为具有正

向调解作用。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２Ａ：环境知识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假设２Ｂ：环境知识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作为信息传播重要中介的媒体，在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感知和行为计划的形成中扮演 “传递者”

和 “塑造者”角色，但很难说媒体使用是 “促进”还是 “抑制”了人们的环境感知与环境友好 行

为。主流的看法是环境信息的获取与使用对环境行为有着正面的影响［２０］。有研究发现，使用传统

媒体越多的个体越倾向于讨论环保议题并产生环保行为，新媒体使用强度越大的个体参与环保活动

越积极［２１］。另有研究则认为，媒体使用虽能提升公众的环境问题关注度，但关注度上升并不足以

促使公众开展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２２］。在主流看法之外，更早前的研究认为直接的媒体接触对公

众的环境友好行为具有负向作用［２３］。差异化结论的部分原因在于 不 同媒 体的 属性差 异，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有不同的作用路径与内容生成机制。传统媒体具有单向传递信息的特点，尤其是各级官

方传统媒体兼具宣传教育功能，而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具有多向信息流动的特点。有研究发现，传

统媒体接触强度对于公众环保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互联网接触强度则无显著影响［２４］。传统

媒体使用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动员效果显著高于新媒体［２５］。考虑到不同媒体对 不同 领域中 的环 境友

好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我们假设：
假设３Ａ１：传统媒体使用强度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假设３Ａ２：传统媒体使用强度抑制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假设３Ｂ１：新媒体使用强度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假设３Ｂ２：新媒体使用强度抑制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存在于朋友、邻里、同事和其他社会群体之中的非正式网络沟

通，影响人们选择性地感知某些环境问题，而忽略另一些环境问题及其严重程度。此外，非正式网

络沟通也传递了关于环境行为的价值规范。根据环境问题 （风险）文化解释论的理解，人们在对某

一项公众事务做出判断和评价时，不会剥离身边其他人的看法。社会过程和群体动力会影响人们对

公共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身边人的观点会成为其感知的参照点，同时他们又共享类似的文化观点。
通过这些网络内的 非 正 式 互 动，人 们 对 问 题 的 感 知 和 解 释 会 被 整 合 进 更 大 的 价 值 和 分 析 框 架

中［２６］［２７］［２８］。所以，我们假设，人们从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到他们的行为反应受到由朋友、家庭、同

事和媒体传递的社会影响的调节。
假设４Ａ：社会交往频繁程度会抑制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假设４Ｂ：社会交往频繁程度会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该调查采用多段分层随机抽样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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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抽样方案参见ｈｔｔｐ：／／ｃｎｓｄａ．ｒｕｃ．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ｒ＝ｓｉｔ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４２。



点覆盖中国大陆地区３２个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１８岁及以上的成年人。ＣＧＳＳ２０１３的样本量

为１１　４３８个。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环境友好行为。在本研究中，环境友好行为指人们意图通过各种途径保护环境并

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问卷中，通过询问 “受访者在最近一年里，从

事包含垃圾分类投放等１０项行为的发生频率”测量其环境友好行为 （如表１所示），“从不”赋值０，
“偶尔”赋值１，“经常”赋值２。该量表中既包含了直接的环境保护行为，同时也有对环保问题的

关注，如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 题”、 “主动关注广播电视报刊中的环境问题环保信息”。
本文认为，对环保事业的关注同样是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这点在其他利用不同数据分析环境友

好行为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如李秋成等将 “学习湿地保护方面的知识”纳入环境友好行为［２９］，孙

岩等将 “参加与 环 境 问 题 有 关 的 公 民 会 议”纳 入 环 境 友 好 行 为［３０］。本 文 中 环 境 友 好 行 为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为０．７７７，说明其具有较高可靠性。

表１　环境友好行为量表

Ｎ 均值 标准差

垃圾分类投放 １１　４１６　 １．５７　 ０．７０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１１　４１０　 １．５７　 ０．６３
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１１　４１３　 ２．１５　 ０．７８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１１　４０９　 ２．３１　 ０．７７
为环境保护捐款 １１　４０６　 １．２０　 ０．４４
主动关注广播电视报刊中的环境问题环保信息 １１　４０８　 １．６３　 ０．７０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１１　４０５　 １．２７　 ０．５３
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１１　４０３　 １．１９　 ０．４５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 １１　４１８　 １．１９　 ０．４８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１１　４１１　 １．１１　 ０．３６
有效Ｎ （成列） １１　３３７
克隆巴赫系数 ０．７７７

表２　环境问题感知量表

Ｎ 均值 标准差

空气污染 １０　３３４　４．５６　 １．８９
水污染 １０　２９２　４．４９　 １．８６
噪音污染 ９　３４８　４．３２　 １．９１
工业垃圾污染 ８　８１６　３．８７　 ２．０６
生活垃圾污染 ９　９８７　４．５９　 １．７４
绿地不足 ７　６１０　３．９０　 １．９７
森林植被破坏 ７　６８７　３．３５　 ２．０３
耕地质量退化 ７　４６８　３．７４　 ２．０８
淡水资源短缺 ８　００２　３．７１　 ２．０７
食品污染 ８　６１６　４．４０　 ２．０８
荒漠化 ５　８８４　２．５６　 １．９８
野生动植物减少 ６　７０４　３．０９　 ２．１８
有效Ｎ （成列） ４　８４５
克隆巴赫系数 ０．８９６
环境问题感知 （均值） ３．８１

　　２．自 变 量：环 境 问 题 感 知。在 本 研 究 中，环 境

问题感知指人们对不同类型环境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认

识与评价。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问卷中，通过询问 “受访者

所在地区各种类型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测量其环境

问题感知 （如表２所示）， “很严重”赋值７， “比较

严重”赋值６，“不太严重”赋值５，“不严重”赋值

４，“一般”赋值３，“说不清”赋值２，“没有该问题”
赋值１。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为０．８９６，说 明

其具有较高可靠性与内部一致性，故将这１２道题目

的平均值作为自变量，命名为 “环境问题感知”。

３．调节 变 量。本 文 尝 试 用 环 境 知 识、媒 体 使 用

与非正式网络沟通进一步解释环境问题认知与环境友

好行为之间的关系。（１）环境知识操作化为一组有关

环境保护知识的问题，包括汽车尾气、化肥使用、含

磷洗衣粉 等１０项 问 题，请 受 访 者 判 断 正 确 与 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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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判断正确赋值１，判 断 错 误 或 “不 知 道”赋 值０，将１０道 题 得 分 累 加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０．８２０）得到环境知识变量。 （２）媒体使用情况通过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中媒体使用情 况来测量，
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使用 “非常频繁”赋值５，“经常”赋值

４，“有时”赋值３，“很少”赋值２，“从不”赋值１。对该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两组组件 （总方

差解释６０．６２％），分别是传统媒体使用因子，包括报纸 （０．７３）、杂志 （０．７１）、广播 （０．４１）、电

视 （０．４７），网络媒体使用因子，包括互联网 （０．７１）、手机定制消息 （０．６２），并将得到的因子值

转换为从１到１００的百分制得分。（３）通过询问受访者与邻居和朋友的社交娱乐活动 （如串门，吃

饭，打牌等）频繁程度测量其非正式网络沟通状况，“几乎每天”赋值７，“一周１－２次”赋值６，
“一个月几次”赋值５，“一个月１次”赋值４，“一年几次”赋值３，“一年１次或更少”赋值２，“从
来不”赋值１，将对邻居、朋友的测量相加得到总的非正式网络沟通变量。

４．控制变 量。鉴 于 环 境 关 心 及 环 境 友 好 行 为 存 在 性 别 差 异［１８］［３１］［３２］、年 龄 差 异［３３］、城 乡 差

异［３４］［３５］、职业差异［３６］，本研究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收入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

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作为虚拟变量处理，女性赋值０，男性赋值１。受教育年限作为连续变

量处理，未受过正式教育赋值为０，私塾、小学赋值６，初中赋值９，高中 （职高、中专、技校）赋

值１２，大专 （成人大专）１５，本科 （成人本科）１６，研究生及以上赋值１９。户籍作为虚拟变量处

理，农业户籍 （居民户口原为农业户口）赋值０，非农户籍 （居民户口原非农业户口）赋值１，其

他蓝印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因归类不明且数量极少做缺失处理。收入是对个人去年收入进行对数

处理。
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描述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控制变量及调节变量描述统计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１１　４３７　 １７．００　 ９７．００　 ４８．６０　 １６．３９
性别 （女＝０） １１　４３８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个人年收入自然对数 ９　０７２　 ４．３８　 １３．８２　 ９．６２　 １．１９
受教育年限 １１　４３２　 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８．８１　 ４．６４

户口 （农业＝０） １１　４１４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０　 ０．４９
环境知识 １１　３９６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６９　 ２．８７

非正式网络沟通 １１　４２５　 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７．５７　 ３．２５
传统媒体使用 １１　３８１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５５　 １６．４４

新媒体使用 １１　３８１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１２　 １８．３５

（三）分析策略

基于前文对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梳理，本部分拟引入 “环境知识、媒体使用和

非正式网络沟通”调节框架考察这对主关系 （如图１所示）。分两步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图１　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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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使用线性回归，检验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主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环境友好行为＝ａ＋ｂ１ 环境问题感知＋ｂ２ 环境知识＋ｂ３ 媒体使用＋ｂ４ 非正式网络沟通＋∑Ｘ＋ｅ
第二步，用交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环境友好行为＝ａ＋ｂ１ 环境问题感知＋ｂ２ 环境知识＋ｂ３ 媒体使用＋ｂ４ 非正式网络沟通＋ｂ２ 环境

知识＊环境问题感知＋ｂ３ 媒体使用＊环境问题感知＋ｂ４ 非正式网络沟通＊环境问题感知＋∑Ｘ＋ｅ
其中，Ｘ为控制变量，环境友好行为分公共领域行为和私人领域行为考察。

四、分析与发现

（一）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１．环境问题感知。由环境问题感知得分分布图 （如图２所示）可知，该变量得分呈正态分布，
平均得分为３．８１（标准差１．３６），处在 “不严重”到 “一般”之间，７８．２％的受访者感知到的环境问

题均值得分小于等于５分，即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生活周边区域不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

图２　环境问题感知分布

２．环境友好行为。对环境友好行为量表进行因子 分 析，旋转后得到两组因子，根据组成变量

分别命名为 “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与 “私人环境友好行为”（如表４所示）。为更加直观地考察环境

表４　环境友好行为因子分析

公共环境友好行为 私人环境友好行为 提取

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０．７８６　 ０．１６８　 ０．６４６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０．７２９　 ０．２７６　 ０．６０７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０．６９３ －０．００５　 ０．４８０
为环境保护捐款 ０．６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４４５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 ０．６１５ －０．０６６　 ０．３８３
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０．０３４　 ０．７５７　 ０．５７５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０．１１７　 ０．７３５　 ０．５５４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０．３５４　 ０．５７５　 ０．４５６
垃圾分类投放 ０．３０９　 ０．５２８　 ０．３７４
主动关注广播电视报刊中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 ０．４３０　 ０．５０６　 ０．４４１
ＫＭＯ　 ０．８１２
球形度检验显著性 ０．０００
总解释方差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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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行为，将因子值转换为最低分１、最高分１００的得分①，其中，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平均得

分１５．７２５ （ＳＤ＝１４．７１），私人环境友好行为平均得分５０．３６３ （ＳＤ＝２０．１１）。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

行为要普遍优于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
（二）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关系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的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所以在进行交互作用检验之前，我们将解释变量进行了

中心化处理［３７］（Ｐ２７１）。

１．主效应。采用ＯＬＳ线性回归进行主效应分析，首先将人口学变量纳入模型，之后纳入自变

量及调节变量，共得到六个模型 （如表５所示）。通过分析有以下发现。

表５　环境友好行为的主效应分析

公共环境友好行为 私人环境友好行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户口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收入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龄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环境问题感知 －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７＊＊＊ －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环境知识水平 － － ０．００２ － －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非正式网络沟通 － － －０．１００＊＊＊ － －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新媒体使用频率 － － ０．１５５＊＊＊ － －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传统媒体使用频率 － － ０．１６２＊＊＊ － －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Ｎ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Ｆ　 ３６．１０５＊＊＊ ３８．１４９＊＊＊ ４１．６４６＊＊＊ １４７．４９６＊＊＊ １２５．９７８＊＊＊ １０１．５１０＊＊＊

调整后Ｒ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２　 ０．２０６

　　注：表中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系数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加入优化了回归模型拟合度，模型３、模型６调整后Ｒ２ 分别为０．０９５和

０．２０６。作为自变量的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及私人环境友好行为都有显著正向效应，
即感知到的环境问题越严重，公私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越多，证实了研究假设１Ａ和１Ｂ。标准回归

系数的对比表明，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更大。模型６则表明，环境知识水

平是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解释力最大的变量。以往研究认为，环境知识水平对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正

向影响，但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环境知识仅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作用，对公共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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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行为则不具显著作用。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发现，当模型中仅包含环境知识水平变量时，环境知识

对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存在 正 向 影 响 （０．２１４，ｓｉｇ＝０．０４９，△Ｒ２＝０．０４６）。随 着 媒 体 使 用、非 正 式

网络沟通与环境问题感知的加入，该效应不再显著，表明环境知识对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

为虚假相关。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利用在促进居民参与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同时，也提升了居民的

环境知识水平。
两类媒体使用对公私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都有正向影响。非正式网络沟通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

起负向作用，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根据环境问题感知、环境知识水平对公私环境

领域的不同作用，我们推测，公共环境领域更需要媒体对社会环境状况进行宣传以正面引导公众关

注及应对行为，而私人环境领域则更多受个体环保能力的影响。传统媒体比新媒体更多地增进了人

们对环境知识的掌握。偏相关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推测 （如表６所示）。

表６　媒体使用与环境友好行为的相关分析

公共环境友好行为 私人环境友好行为

新媒体使用 ０．２５３＊＊＊ ０．１６３＊＊＊

传统媒体使用 ０．２３４＊＊＊ ０．２９３＊＊＊

控制变量－环境问题感知

新媒体使用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４＊＊＊

传统媒体使用 ０．１６５＊＊＊ ０．２３３＊＊＊

控制变量－环境知识水平

新媒体使用 ０．１９０＊＊＊ ０．０３８＊＊＊

传统媒体使用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２＊＊＊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环境问题感知后，两种媒体使用情况与两类环境友好行为的相关系数均 出 现 下 降，其

中，与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相关系数下降幅度更大，表明环境问题感知对公众环境友好行为影响更

强。当控制环境知识水平后，私人环境友好行为与新媒体的相关性大幅下降，表明新媒体对环境知

识获取贡献有限；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与两类媒体相关系数也出现下降但均显著，且变化幅度较私人

环境友好行为更小，表明环境知识水平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作用更大。

２．调节效应。在主效应分析基础上，我们加入环境知识水平、非正式网络沟通、两类媒体使

用与环境问题感知的交互项，来验证调节变量的作用，分析结果如表７所示。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环境知识水平抑制了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

但促进了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因此，否定了研究假设２Ａ，证实了研究

假设２Ｂ。环境知识水平对环境问题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正向关系的抑制效果，可能意味

着更高的知识水平会使公众高估公共环境危机严重程度而对环境改善的可能性、有效性及成本持更

多悲观态度，进而减少公共环境友好行为。而在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关系影响上，
从成本和家庭利益角度考虑，环境知识水平可能促进二者的正向关系。两种可能的作用路径可能还

受到 “成本—收益”变量的影响，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可以确定的是，更高的环境知

识水平会使公众对环境问题和如何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有更独立的看法，也说明传统的基于环境问题

的 “刺激———反应”模型存在多种反应可能。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均强化了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效应，在私人环境领

域则无显著效果。这证实了研究假设３Ａ１和３Ｂ１，而研究假设３Ａ２和３Ｂ２则没有得到证实。结合

两类媒体自身对两类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可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都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行为，但

目前来看，在我国，传统媒体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高于新媒体，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相符［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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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环境友好行为的调节效应分析

公共环境友好行为 私人环境友好行为

模型７ 模型８
性别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０）＊＊＊

户口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６）＊＊＊

收入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１）＊＊＊

环境问题感知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２）

环境知识水平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６）＊＊＊

非正式网络沟通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新媒体使用频率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传统媒体使用频率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

环境知识水平×环境问题感知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非正式网络沟通×环境问题感知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新媒体使用×环境问题感知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传统媒体使用×环境问题感知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Ｎ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Ｆ ３３．８１３＊＊＊ ５８．８０７＊＊＊

调整后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２０９

　　　　注：表中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系数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非正式网络沟通能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但对环境问题感知

与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关系调节不显 著，研究假设４Ｂ得到证实，４Ａ未得到支持。非正式网

络沟通本身对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有负向作用，表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传递了更多抑制公共环境

友好行为的信息，例如对行动成本的更高估计、搭便车等。作为集体行动的一种，公共领域的行为

可能受到环保之外的因素，特别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影 响［３８］。在私人环境领域，社会交往可能传递

了更多个体的环保经验，增强了个体环境友好行为的能力，从而强化了环境问题感知对私人环境友

好行为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意在考察公众环境问题感知对其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以及公众的环境知识、“线上活动”
与 “线下交往”对其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问题感知能预

测公共和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环境知识、媒体使用、社会交往对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

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具体发现如下：
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知识水平对私人

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正向效应，同时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环境知

识水平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不具有显著效应，但弱化了环境问题感知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
非正式网络沟通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有负向作用，更多的非正式社会交往减弱了人们在公众领域的

环保行为；非正式网络沟通对私人环境行为不具直接影响，但能促进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

友好行为的正向关系；两类媒体使用对两种环境友好行为都有正向作用，且均强化了环境问题感知

对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正向效应，对环境问题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都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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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暴露”理论认为，客观环境状况退化会导致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其中媒体使用、社

会交往是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以往研究也验证了媒体对提高公众尝试更多环境行为所产生的

积极效应［３９］。在 “暴露”之后的行动上，环境知识成为影响环境关心的重要中介变量［１８］。一般解

释认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更具共性，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更具个体性与差异性［１４］［４０］。但上述结论并

不能充分解释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因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

出并检验了 “环境知识－媒体使用－社会交往”的解释框架。本研究认为，上述调节变量在不同环

境领域有不同的影响逻辑，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更多地受环境问题感知与成本的影响，而私人领

域环境友好行为主要与自身体验和环保行为 能 力有关。媒体对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起 “环境信息传

递”功能，对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起 “环保能力提升”功能；社会交往提高了人们对公共领域环

境友好行为的成本预估；环境知识作为 “环境信息传递”的副产物，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之间表现

出虚假相关。媒体因素对公私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不同影响，需要通过对媒体内容的分析做进一步

验证。本文通过侧面分析认为，传统媒体在引起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的环境知

识，因而对两类环境行为均有正向作用；新媒体在传播各类环境信息上起到载体多元化的作用，但

对环境知识的普及作用有限。
计划行为理 论 将 “意 图”纳 入 态 度 与 行 动 关 系 的 理 解 中，同 时 加 入 了 与 外 在 环 境 的 交 互 作

用［４１］，同时考察个人技能、资源及机遇环境对从事特定行为的影响［４２］（Ｐ１２７－１４３）。本文关于环境问题

感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分析基本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符，环境知识、环境行为成本与能力等造成了环

境问题感知与环境行为间的不一致。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了态度与行为关系中各周边变量彼此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行动者对不同环境行为的行为控制感知不同，在评估中更倾向于认为公共领域环

境友好行为依赖更高的环境问题感知与成本，私人环境友好行为需要更高的行动能力、技巧，而这

种行为控制评估又是受到不同信息接触的影响，即信息获取一方面影响了人们对行动难度的判断，
另一方面又影响了行动者对自身行动能力的判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为公共环境友好行为提供参与环境，包括政府组织发起的集体环保活动等。考虑到个体

对公共环境行为的判断更多受成本与环境问题感知的影响，公共部门应当提供相应的财力与智力支

持，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有利于个体参与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环境，并逐渐形成普遍的社会行为

习惯。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环境问题相关信息，并在媒体与社会网络中营造出社会普

遍参与的氛围。
第二，为私人环境友好行为提供推力，一方面提升私人环境不友好行为的成本，另一方面做好

日常环保领域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私人环境友好行为受成本影响较小，行动技能是影响环境

问题感知到具体保护行为的阻碍因素，因此做好私人环境友好行为知识普及，提升公众的环保行为

能力，同时增加不友好行为的成本，可以推动私人环境友好行为的普及程度。这一过程同样需要利

用好媒体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功能。

参考文献

［１］Ｓｏｌｅｓｂｕｒｙ，Ｗ．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ｓｕｅｓ　ｍａ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ｎｏｔ［Ｊ］．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６，５４．

［２］Ｇｒｏｂ，Ａ．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１９９５（３）．

［３］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ｅ，Ｍ．，Ｃ．Ｋａｔｚ．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２（５）．

—１８—

龚文娟，等：知行合一？从环境问题感知到环境友好行为



［４］Ａｏｙａｇｉ，Ｕ．Ｍ．，Ｈ．Ｖｉｎｋｅｎ，Ａ．Ｋｕｒｉｂａｙａｓｈｉ．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Ｊ］．Ｈｕｍ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１）．

［５］Ａｊｚｅｎ，Ｉ．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２．
［６］Ｔｅｓｓｅｒ，Ａ．，Ｄ．Ｒ．Ｓｈａｆｆｅ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４１．
［７］陆益龙．水环境问题、环保态度与居民的行动策略———２０１０ＣＧＳＳ数据的分析［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１）．
［８］Ｓｉｖｅｋ，Ｄ．Ｊ．，Ｈ．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２）．

［９］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Ｊ］．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
［１０］Ｃｈａｎ，Ｒ．Ｙ．Ｋ．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ｇｒｅｅ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１（４）．
［１１］Ｋｏｌｌｍｕｓｓ，Ａ．，Ｊ．Ａｇｙｅｍａｎ．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Ｗｈｙ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３）．
［１２］Ｒａｊｅｃｋｉ，Ｄ．Ｗ．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ａｕ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９８２．
［１３］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７７（９）．

［１４］Ｈａｄｌｅｒ，Ｍ．，Ｍ．Ｈａｌｌｅｒ．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
［１５］张冬，罗艳菊．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意向的形成机制研究［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
［１６］Ｍａｒｃｉｎｋｏｗｓｋｉ，Ｔ．Ｊ．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Ｄ］．
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ｌｅ：Ｓｏｕｔｈ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Ｃａｒｂｏｎｄａｌｅ，１９８８．

［１７］Ｈｉｎｅｓ，Ｊ．Ｍ．，Ｈ．Ｒ．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Ａ．Ｎ．Ｔｏｍｅｒ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２）．

［１８］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２）．
［１９］［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Ｍ］．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彭远春．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评述［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８）．
［２１］金恒江，余来辉，张国良．媒介使用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数据的

实证研究［Ｊ］．新闻大学，２０１７（２）．
［２２］Ｗｈｉｔｍａｒｓｈ，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

［２３］Ｍｉｋａｍｉ，Ｓ．，Ｔ．Ｔａｋｅｓｈｉｔａ，Ｍ．Ｋａｗａｂａｔ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Ａｓｉ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１９９９（１－２）．

［２４］ｓｔｍａｎ，Ｊ．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

［２５］周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 境 行 为：环 境 知 识 与 环 境 风 险 感 知 的 多 重 中 介 效 应 分 析［Ｊ］．中

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
［２６］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Ａ．Ｂ．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ｎｇｅｒｓ［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２７］Ｓｈｏｒｔ，Ｊ．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　ａｔ　ｒｉｓｋ：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６）．

［２８］［美］罗杰·卡斯帕森，奥特温·雷恩，保罗·斯洛维奇，等．风险的社会放大：一个概念框架［Ａ］．［美］保 罗

·斯洛维奇，编著．风险的感知［Ｃ］．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９］李秋成，周玲强．社会资本对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４（９）．
［３０］孙岩，宋金波，宋丹荣．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２（１）．

—２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３１］Ｈｕｎｔｅｒ，Ｌ．Ｍ．，Ｈ．Ａｌｉｓｏｎ，Ｊ．Ａａｒｏｎ．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４（３）．

［３２］龚文娟，雷俊．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 境 友 好 行 为 的 性 别 差 异［Ｊ］．海 南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０７（３）．
［３３］洪大用，范叶超，邓霞秋，等．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分析［Ｊ］．青年研究，２０１５（１）．
［３４］范叶超，洪大用．差别 暴 露、差 别 职 业 和 差 别 体 验———中 国 城 乡 居 民 环 境 关 心 差 异 的 实 证 分 析［Ｊ］．社 会，

２０１５（３）．
［３５］聂伟．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３６］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Ｊ．Ｒ．，Ｒ．Ｋｅｎｎｅｔｈ，Ｅ．Ｒｉｌｅｙ，ｅｔ　ａｌ．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

［３７］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８］王玉君，韩冬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中国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多层分析［Ｊ］．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２）．
［３９］卢少云，孙珠峰．大众传媒与公众环保行为研究———基于中国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实证分析［Ｊ］．干 旱 区 资 源

与环境，２０１８（１）．
［４０］朱慧劼．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与青年环境友好行为［Ｊ］．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１７（５）．
［４１］张红涛，王二平．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１）．
［４２］Ａｊｚｅｎ，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Ｍａｉｄｅｎｈｅａｄ：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Ｉｓ　Ｉ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ＯＮＧ　Ｗｅｎ－ｊｕａｎ，ＤＵ　Ｚｈａｏ－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ｗｈｉｌ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ｍｏ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朱　蓓）

—３８—

龚文娟，等：知行合一？从环境问题感知到环境友好行为


